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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临床实践的卒中后抑郁评估现状分析*

赵紫岐1，2 马 睿1，2 屈 云1，2，3，4

卒中后抑郁（post-stroke depression，PSD）是以一系列抑

郁症状及相应的躯体症状为表现的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

一[1]。PSD的三大核心症状是：不开心、兴趣减退及易疲劳。

除核心症状外，患者还存在睡眠障碍、不明原因的疼痛、体重

减轻、食欲及性欲改变等躯体症状[2]。卒中后抑郁根据卒中后

的病情进展可分为三期：早期、恢复期及后遗症期，不同时期

的症状表现略有不同。早期多由于急性脑损伤产生的心理反

应，使患者产生以情绪低落、负罪感以及失眠为主的临床表

现。恢复期多由于慢性残疾，使患者出现精力不足、兴趣丧失

和自我贬低等临床表现。后遗症期多由于认知功能障碍，使

患者存在失眠症(过早醒来)、容易疲劳和哭泣等临床表现[3]。

我国卒中人口众多[4]，而卒中的发病率在脑卒中的不同

阶段均高达 1/3左右[5]，故我国确诊及潜在的 PSD患者数量

众多。大量研究发现PSD的严重程度与卒中后残疾的严重

程度成正相关[6]，PSD使卒中后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与生存

质量大大降低、死亡率大大提高[7]，为卒中后患者家庭及社会

带来了巨大负担，但研究显示PSD在准确评估后的治疗是有

效的[8]，故PSD的早期筛查与准确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。

目前临床上PSD的评估方式有三种：观察与访谈、评估

量表、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，并以观察与访谈和抑郁量表评

估为主，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为辅。但在临床工作中，PSD

的评估仍存在：无统一标准，卒中后失语人群的抑郁评估被

忽视的问题。

1 观察与访谈

观察与访谈是 PSD的主观评估方法，1989年由 Fedorff

和 Robinson 研究发现，时至今日仍是 PSD 早期筛查的重要

方式之一[9]。观察与访谈的内容有四。一是临床医生通过卒

中后患者的病史及问诊结果，可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PSD的

危险因素。经大量研究证明一致性较高的PSD危险因素有：

躯体残疾、卒中的严重程度、卒中前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[10]，

而卒中后缺乏家庭与社会支持、卒中后焦虑、高龄、女性、糖

尿病、独居等均是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高危因素 [11]。除此之

外，询问判断患者是否处于或曾经经历照顾者及家属更换或

离去、病程转折点等患病高峰点。二是护理人员及康复治疗

师通过对患者的观察及问诊，从患者的字里行间及表情中发

现其是否存在核心症状中的任一负性情绪。三是护理人员

及照顾者判断患者是否存在睡眠连续性差和体重减轻等

PSD躯体症状[12—13]。四是体征数据的提示，近年来越来越多

的研究关注到体征数据与PSD的相关性：血清血脂水平，炎

症指标等，可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[14—15]。

观察与访谈因其省时易行的优点在临床中应用广泛，但

由于其依靠临床工作者的主观经验而不具备可靠性，期望未

来能发现更多易监测的与PSD有相关性的定量体征数据，可

作为PSD的早期筛查方式。

2 评估量表

如今，PSD的量表评估多由临床医生及康复治疗师根据患

者情况以及临床经验从国外汉化后的抑郁评估量表中选择，缺

少经大样本量研究的特异性量表。量表评估因其直观方便的

特点被广泛应用于PSD的科研与临床中，但量表评估对患者有

一定的要求，理解力与配合度不佳的患者无法完成评估。

抑郁的评估量表可分为自评量表与他评量表，他评量表

与自评量表可视情况配合使用，有利于全面收集患者情况。

目前，针对卒中后失语患者也有众多的评估量表在使用。

2.1 自评量表

抑郁自评量表是患者通过审视自身最近一周或两周的

情绪状态，并对抑郁情绪定性定量的评估工具。

目前常用的 PSD 抑郁自评量表有 Zung 抑郁自评表

（self- rating depression scale，SDS）、Beck 抑郁自评量表

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，BDI)、患者健康问卷-9 项（pa-

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module，PHQ-9)、流行

病学中心研究-抑郁量表(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-

depression，CES-D)及抑郁症状快速自评量表（quick inven-

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，QIDS)。

上述抑郁自评量表都包含了对PSD核心症状的评估，除

此之外对患者的睡眠、食欲这两种躯体症状也均有评估。但

PSD患者可能出现的躯体症状不止睡眠连续性差和食欲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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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，上述量表对比来看，在躯体症状的评估上，Zung抑郁自

评表涵盖更广，抑郁症状快速自评量表则评估的更为细致。

Zung抑郁自评表包含了对患者心跳、便秘、性欲、体重的躯

体症状的评估[16]。抑郁症状快速自评量表对患者的睡眠情

况细化至是否存在入睡慢、浅眠易醒、早起、睡眠总量少、白

天打盹的情况，对患者的体重减少也细化至具体斤数，两种

量表均有利于检查者更加了解患者情况，适合PSD的过程评

估。而对于门诊患者的评估最常用的则是Zung抑郁自评表

以及患者健康问卷-9项，其中PHQ-9中的前两个问题可作为

PSD的早期筛查方式[17]。

自评量表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提供了患者对自己病情和

康复的看法，这在他评量表中是不可能呈现的。其次，自评

量表均题数较少，方便治疗过程中重复评估。所以在我国

PSD的评估中，相对于抑郁他评量表，抑郁自评量表更为常

用。但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：①脑卒中患者会因为疾病的

损伤而出现一系列非抑郁相关的躯体症状，如疲乏、精神运

动迟缓和失眠等，患者自评时可能会把非负性情绪引起的躯

体症状纳入，从而增大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。②有研究表

明，右半球的损伤可能引起抑郁的疾病感缺失（否认或不知

道疾病）或者述情障碍（包括难以界定和描述感觉，分辨幻想

等），这种情况会假阴性地降低抑郁的发生率[18]。而抑郁自

评量表需要患者有良好的自知力、对存在上述情况的卒中后

患者无法做出正确评估，故使用抑郁自评量表评估PSD仍存

在一定的局限性。

2.2 他评量表

抑郁他评量表是由临床医生及康复治疗师通过对患者询

问量表上的问题来对患者的抑郁情绪定性定量的评估工具。

现今可用于PSD评估的抑郁他评量表有汉密尔顿抑郁

评分量表（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，HDRS)、蒙哥马

利艾森博格抑郁评定量表（Montgomery-Asberg depression

rating scale，MADRS)、临床综合印象等级量表（CGI）及脑

卒中后抑郁分级量表（post stroke depression rating scale，

PSDS)。

目前最经典的抑郁他评量表是HDRS[19]，其对PSD的核

心症状及躯体症状均有评估，对躯体症状的评估涵盖广且细

致，适用于 PSD的评估。与之相比，MADRS虽对症状变化

更敏感，且更简单易行、效度更高，但由于其覆盖的躯体症状

较少，所以与HDRS相比，较少用于PSD的初次评估，适用于

躯体症状较少的PSD患者的过程评估。而CGI更多用于精

神分裂症患者的相关研究，在PSD上的应用还不广泛，有待

进一步研究[20]。由Gainotti等[21]在1997年编制的PSDS，是针

对卒中后幸存者的特异性量表，引入了包括灾难性反应、过

度情绪化等卒中相关的新的抑郁症状，但目前PSDS还需要

大样本的研究证明其可行度。

抑郁他评量表的优点有三，一是具有规范化和数量化的

特点，有利于资料的交流和分类。二是可避免被评估者由于

文化程度有限或无法集中注意力而无法填写问卷[22]，三是评

估员可以发现患者故意或无意掩盖的负性情绪。但抑郁他

评量表仍存在不足，可总结为以下三点：一是花费时间长，二

是对评估者的专业度有需求，三是由于评估者的偏见，易影

响患者的评估结果。故抑郁他评量表相较于抑郁自评量表

不适用于 PSD的早期筛查，但可降低 PSD评估的假阴性率

与假阳性率，适用于无法完成自评量表的卒中后患者。

2.3 失语患者的量表评估

卒中后失语是脑血管病导致语言中枢受损出现的语言功

能障碍。有研究发现，卒中后失语患抑郁的发生率更高[23]。

在PSD的三种评估方式中，量表评估成为了失语群体抑郁评

估的主要方式，其长处是其非语言依赖性可使患者仅通过回

答“是”“否”或点头摇头来参与评估，其缺点是由于评估者的

偏见，存在一定的非客观性，且量表的使用对评估者的专业要

求高，同时也需要患者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来配合评估。

可被用于PSD失语群体的抑郁量表有：视觉模拟情绪量

表(visual analogue mood scales，VAMS)、抑郁程度圆形量

表(depression intensity scale circles，DISCs)、脑卒中失语症

患者抑郁调查表（stroke aphasia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，
SADQ）、脑损伤患者抑郁评估量表 (structured assessment

of depression in brain-damaged individuals，SADBD)、失语

患者抑郁量表(aphasic depression rating scale，ADRS)及迹

象抑郁量表（signs of depression scale，SODS）。

其中最常用的量表是SADQ，2011年编制的SAHQ-H的

中文版广泛应用于我国卒中后失语患者的抑郁评估，也有学

者提出SADQ目前还不适合作为独立手段来评估卒中后失语

患者的抑郁情绪，最好结合其他临床手段进行全方位评

估[24—25]。而VAMS和DISCs[26—27]，由于无法评估患者的躯体症

状，且对于偏盲及肢体不灵活或注意力不集中患者无法评估，

故在PSD失语群体的抑郁评估中存在局限性。相反，SADBD

由三个分量表组成，关注了患者的躯体症状，但它效度的评估

是在神经康复病房的亚急性卒中患者中进行研究得出的，其

适用范围较小，还需进一步研究，除此之外，完成SADBD需要

45—50min，比较费时。与SADBD的耗时相比，只有六个题

目的迹象抑郁量表明显操作更为简便，但该量表在分界值的

确定上还没有确切的可信服的资料，从项目上看也存在没有

关注患者躯体症状的缺陷，因此不适用于出现躯体症状的患

者，且需要更深入的对于分界值的研究[28]。

目前来看，虽然有一些特定的量表可应用于评估失语患

者，但其信效度仍需要更多研究。在临床工作中，失语群体

需要医务工作者更多的关注，当卒中后失语群体出现对周围

环境反应表现迟钝、漠然、被动，情感反应与表达变少，意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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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减退与兴趣索然等临床表现，均提示医务工作者该患者

存在PSD的可能，应引起重视。

3 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

随着信息化的发展，人工智能已涉及各个邻域，但目前

并无特异性关注于卒中后抑郁患者的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

工具。但近年来在抑郁症评估领域，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有

了许多进展，总结下来主要有电子版患者报告结局的运行及

通过分析生理数据来评估抑郁倾向两大创新方向，现对这两

大创新点做分析，为未来PSD的特异性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

以启发与参考。

3.1 ePRO的运行

2010年Gance提出的电子版患者报告结局（e-patient-re-

ported outcome，ePRO）[29]，旨在通过计算机收集PSD患者的

数据。目前ePRO有三种存在形式：语音交互应答系统、平板

或触屏设备及手持设备。如今手机在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

要的角色，因其方便快捷的使用感受，手持设备成为了数据收

集的主要远程设备。过去纸质版的评估数据收集起来耗费人

力，且常出现统计错误甚至数据丢失的情况。而ePRO能完成

抑郁症状的实时连续监测，方便完成PSD的过程评估，同时便

于查看评估结果。但ePRO对患者安全性与隐私性的保护还

需要进一步研究[30]。

3.2 分析生理数据以评估抑郁倾向

现如今，抑郁的评估常通过收集患者的生理数据，经过

长时间的病例积累和大数据分析，计算抑郁倾向指数，进行

抑郁评估。而收集的生理数据可分为四大类：面部表情及语

音、运动状态数据、脑电信号以及多通道（多信号）。

3.2.1 面部识别系统的应用：国内外现在的研究显示面部表

情识别系统（dynamic facial expression），通过多维度的表情

识别可辨别患者是否存在负性情绪，这种基于统计模型的计

算机自助情绪分析设备的信效度已得到证实[31]。这种系统

规避了医师主观偏倚与不同医师标准不一的弊端，不需患者

配合，设备无侵入性，通过连续采集图像获得数据和评估结

果[32]。不仅可用于PSD患者的早期筛查、初次评估、也可用

于过程评估，更好地反映病情发展。但是目前由于技术不够

成熟未能广泛应用于临床。

3.2.2 基于人体运动状态数据的心境状态的量化评估：万志

江等[33]发明的基于人体运动状态数据的心境状态的量化评

估方法，通过可穿戴运动传感器收集的特征数据，利用大样

本建立模型，量化抑郁评估。佛蒙特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研

究类似，他们通过收集儿童行为数据，再利用机器算法进行

评估筛查，对存在抑郁和焦虑的儿童的筛查准确率高达

81%[34]。该创新方向利用客观的人体运动状态数据对心境状

态进行量化评估，避免了传统抑郁评估方法的主观性，丰富

了抑郁症量化评估方法。但部分卒中后患者由于脑损伤存

在运动障碍，故此评估方式无法适用于所有卒中后患者的抑

郁评估，在PSD的评估应用上仍有待商榷。

3.2.3 基于脑波闭环监测的抑郁症远程康复系统：丁利伟

等[35]发明的基于脑波闭环监测的抑郁症远程康复系统，采用

传感捕获技术采集抑郁症患者在特定音乐、冥想或基于虚拟

现实的运动中产生的脑电和运动信息，使用大数据分析方法

为患者进行评估。该发明不仅可用于抑郁患者初次自评以

及过程自评，同时还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为患者提供舒适的

治疗环境，利用环境，音乐及冥想相结合的方式达到康复治

疗的目的。该设备携带方便，适合患者在家中以及在社区中

使用。但由于其使用需要安静的环境及一定的空间，故不适

合在医院大规模使用。

除上述三种外，也有多通道的抑郁评估系统的使用，李

岱等[36]发明的基于情绪刺激任务的多通道抑郁评估系统，以

便携式设备收集了包括脑电、皮肤电、心电、眼动、语音和影

像信息，多信号分析整合，评估更为全面细致。抑郁的计算

机辅助康复评估为PSD的抑郁评估提供了参考，计算机辅助

康复评估能够弥补观察与访谈及量表评估的缺陷，为失语群

体等进行量表评估有困难的患者提供帮助。

4 小结

PSD严重影响了卒中后患者的生存质量，增加了家庭及

社会的压力。选用适当的评估方式，拥有统一的评估标准是

PSD得到有效治疗的关键。

目前，观察与访谈、量表评估以及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

三种方式用于PSD患者的临床评估及科研。三种评估方式

各有利弊，观察与访谈省时易行，但存在评估结果主观成分

过大这一缺点。量表评估直观方便，却存在耗时、对被测试

者及测试者有一定需求，以及不能很好的适用于失语群体的

弊端。此外，我国所用的评估量表均是引自国外汉化后使

用，缺乏我国本土特色。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拥有直观且客

观的优点，但由于该评估方式还没有发展成熟以致其在临床

应用上还有不少阻碍。

PSD的评估存在三个问题：①PSD的评估方法虽多样，

评估量表众多，却无统一评估标准；②临床常用的PSD的评

估方式均需要患者有一定的配合度，自知力与理解力匮乏的

患者无法进行有效评估；③临床常用的PSD的评估方式均存

在一定的非客观性。为了解决现存的问题，我们期望，能够

发现更多与负性情绪相关的易监测的体征数据，除此之外，

明显规避了上述三个问题的计算机辅助康复评估可以大量

应用于临床，以求发育成熟。相信基于人工智能的康复评估

将成为PSD评估的趋势，为PSD患者带去福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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